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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核型到多中心: 

大都市中心变迁的历史与未来 

——以杭州为例 

马智慧 王艳侠 

【摘 要】：城市中心的形成和变化是历史因素、规划引导和当代环境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控制城市单体规

模无限扩张，推动多中心发展，建设“郊区新城”,成为新时期国家倡导的城市发展重点。杭州作为具有代表性的

“多中心”发展大都市，可以为审视大都市“多中心”发展提供历史观察、动因解读、趋势展望。现代规划引入和

实施前，商业驱动是杭州形成御街“四拐角”和湖滨“新市场”两大城市中心的主要因素；现代规划的导引，推动

杭州城市从传统中心向西湖和“多中心”演进；随着互联网、轨道交通和人口的大量集聚，未来杭州多组团、多中

心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在“后工业化”时期和数字智能时代，城市的空间形态和产业链形态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创

新驱动与文化归属感将成为一个区块发展的核心动力。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公共服务相对集中，交通较为

便捷，人文艺术氛围浓厚，社会治理高效的“三生融合”空间，有望成为新的城市中心。 

【关键词】：大都市 单中心 多中心 规划 未来 

马智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期，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城市单中心过度集

聚将产生边际效益递减，导致“内卷化”现象。20 世纪初期，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城市中心的形成和变化问题。20 世纪 70 年

代“后工业社会”概念提出后，大都市“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研究和实践的重点。中国改革开放 40多

年来的快速城市化，催生了一批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截至 2019 年底，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已达 6 个。

由于大都市“摊大饼”扩张，城市中心人口密度总体偏高，单中心“城市病”不断加剧，郊区化现象出现，多中心、组团式、

网络化成为发展趋势。城市中心的转移是一个历史过程，当代的“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趋势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特

别是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交通变革和人口流动的加速，使得“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发展更多变数。《浙江学刊》关注大都市

多中心化这一热点问题，以具有较强代表性的“新一线”城市杭州为案例，推动跨学科对话，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大都市多中心

化的历史过程和驱动因素，并在未来的实践中，更好地引导多中心化发展。 

王艳侠: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认知和解读城市发展的规律，需要跳出某一个专业的视角，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去把握。

以往审视大都市多中心化，我常以自己所学的经济管理专业和发改部门的视角去分析，今天能够开展一次跨领域的交流，感到

非常有意义。也希望通过这期对话，能够为城市研究、城市治理甚至老百姓的就业居住带来一些启发。 

一、从御街“四拐角”到湖滨“新市场”:商业驱动下的杭州城市中心转移 

马智慧:杭州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萧山跨湖桥遗址的

发现，证实杭州有 8000 年文明史；而被誉为“中华第一城”的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则实证了杭州的 5000 年建城史。杭州虽

然历史悠久，但很长一段时期，受钱塘潮的影响，城市建设的基础条件并不理想，城市中心的形成和变化也随自然和人工环境

共同作用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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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侠:是的。公元前 222年，秦置钱唐县，属会稽郡。彼时，杭州东临海湾，属潮间带，湾内泥沙淤积，至汉代形成沙洲

浅滩。东汉时，郡议曹华信在县东筑大塘，阻挡咸苦海潮，县境蒙利，为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秦汉时，杭州为钱唐县，

南至五云山麓江边徐村、范村一带，西北抵石人岭和西溪，东界宝石山麓大佛寺附近，县治在灵隐山下，乃“山中小县”。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钱唐县升为临江郡，是为郡级政区之始，不久即废。陈后主祯明元年(587 年),又置钱唐郡。隋开

皇九年(589年),平陈，改钱唐郡为杭州，“杭州”之名自此始。开皇十一年(591 年),大臣杨素于凤凰山麓的柳浦筑杭州城垣，

是为最早的杭州城。因钱唐湖位于杭州城之西，“西湖”之名沿用至今。隋大业六年(610 年)开凿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杭州的

江南运河，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南端的终点和东南交通枢纽。唐武德元年(618 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为避国讳，四年后

将“钱唐”改为“钱塘”。唐代，杭州城区从凤凰山下延伸至武林门一带，人口从隋 15000 户增至 86000 户，成为东南重要城

市。但彼时杭州仍北不及苏州，南不及越州(今绍兴)。 

马智慧:吴越国时期是杭州城市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不但奠定了杭州“东南第一州”的地位，还为杭州获得“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的嘉誉提供了基础支撑。吴越国时期及其后杭州城市中心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艳侠:至吴越国，杭州才一跃而为两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杭越易位”,北与苏州并驾齐驱。南宋王明清《玉照

新志》载：“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吴越国奉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国策，为杭州发展创造

了和平环境。 

杭州城规模在吴越国时期大大拓展。钱氏大规模拓展杭城有三次。一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0 年),拓隋唐旧城，筑新夹城。

钱俨《吴越备史》载：“环包家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二是唐昭宗景福二年(893 年),新筑

罗城。《吴越备史》载：“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罗城共有十座城门，形势险要，

易守难攻。因城形“南北展而东西缩”,形似腰鼓，故称“腰鼓城”。三是后梁开平四年(910 年),扩建罗城三十里，主要是扩展

旧城东南部。此外，后唐同光二年(924 年),又开慈云岭，建西关城。为适应城市规模扩大后人口集聚和生活需要，在城内掘池

引水，凿井利民，并整治桥梁、市场、房舍，工商业逐渐繁盛。至此，奠定了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基础。南宋定都

临安，杭州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都会，人口达百万之多，城区东南至钱塘江，西南至六和塔，西至天竺、灵隐，北至西溪、武

林门。元、明、清三代，杭州作为省城，城市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千余年来，西湖、御街、中河、东河、贴沙河构成的古

城格局基本稳定，城市中心因商业定格在御街与河坊街的“四拐角”处。 

马智慧:近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兴起了新的商业中心。随着城墙的拆除和汽车交通的兴起，传统的政治、商业中心区，向

新式商业和产业中心转移。杭州的情况是否也如此? 

王艳侠:这个话题要从西湖和“湖滨”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湖滨”在古代杭州一直是一个城市“次中心”。 

马智慧:这个“次中心”是如何形成的? 

王艳侠:南朝宋刘道真《钱塘记》记载，华信筑堤时与百姓约定，“有能运土石一斛，即与钱一千”,于是，“旬日之间，

来者云集”,“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据学者考证，华信筑堤原址位于如今西湖的东岸，即今湖滨一带。湖滨的开发直接

促成了隋代大运河在杭州城区的线位。当时，随着西湖以东地区沙涨成陆，可开发的荒地沙田越来越多，为了给开发湖东荒地

提供水源与交通条件，大运河的杭城段放弃了绕西湖环岸的水道，改为北起宝石山东麓、南抵吴山东麓的南北向近直线水道，

由凤凰山东麓的柳浦汇入钱塘江。因为河水引自西湖，清澈见底，这条于大业六年(610 年)十一月凿通的水道被称为“清湖

河”(南宋称为“西河”,后改称“浣纱河”)。在沿清湖河一线出现了许多居民聚落，湖滨形成规模，使过去杭州南北分隔的宝

石山麓聚落与吴山东南山麓聚落逐渐相连，杭州城区慢慢扩大，开始了向北、向东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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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城市居民的用水问题日益凸显。作为“江海故地”,杭州的土地碱性很重，缺乏淡水水源。唐建中二年(781 年)

至兴元元年(784 年),杭州刺史李泌开相国井、西井、方井、白龟池、小方井、金牛井等六井，引西湖水入井，解决居民饮咸水

之苦。从南往北，当年的六井入水口依次列于今湖滨一公园至六公园、少年宫一线上。可以说，正是“湖滨六井”的开凿，奠

定了湖滨及杭州人居条件的重要基础。唐长庆二年(822 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钱塘湖上修筑湖堤，蓄水灌溉。湖堤被当时

人称为“白公堤”,其位置大约在今宝石山东麓向东北延伸至武林门一带，南段即湖滨北侧圣塘景区附近，并非今天孤山脚下的

白堤。白公堤将当时的西湖分割为“上湖”和“下湖”:上湖即现在的西湖，而下湖早已完全干涸，变为市区。白公堤除了调节

西湖水位、帮助灌溉农田外，也是西湖由自然风景向人文景观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为后来的苏堤、杨公堤开创了先例。人文

景观特色的塑造，创造了湖城融合的基础条件。 

吴越国时期及宋代，湖滨开发较快。当时，西河是西湖的泄水道，又是运河通往市区的河道，在京城内的水利与交通系统

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西河环绕下的左三厢，也因水路四通八达而成为全城的核心地带之一。南宋时，湖滨一带虽非商

业中心，却是政治、教育与宗教活动中心之一，许多官府建筑都选址于此。为数众多的仓库也是湖滨在整个临安府中政治地位

的象征之一。位于黑桥(今板桥路)西侧的左藏库，由韩世忠故宅改建而来，是南宋朝廷最大的财库。位于钱塘门外(大约在今圣

塘景区一带)的钱塘正库，是临安府最大的酒库之一。在教育方面，南宋时期的湖滨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国子监、太学、

武学、临安三贡院(本州、本路、礼部)之一的本州贡院、别试所等均建于此。 

到了清代，杭州城的整体格局发生了一大重要变化，即湖滨一带俗称“旗下营”的杭州驻防营的建立。杭州旗营驻扎湖滨

后，这一地区的众多景致被纳入旗营当中，百姓再不可见。清末，沪杭铁路通车，拱宸桥开埠，城站和拱宸桥租界发展为商贸

和产业中心。辛亥革命后，阻隔杭州城市与西湖之间的“旗营”和城墙逐渐被拆除，城市与西湖重新“合璧”。湖滨被开发为

“新市场”,并取代“四拐角”和城站的地位，成为杭州的商贸中心。 

二、“三面云山一面城”与“一江春水穿城过”:规划导引下的多中心化 

王艳侠:中国古代城市是由具防御作用的“城”和具商业作用的“市”组成的。由于城市格局较为稳定，城市的中心也较为

稳定。西方现代规划引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打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西方现代规划有哪些明显的不同? 

马智慧:中国古代城市营建具有特殊的法式，城市格局遵循礼制，以方形为主，依形就势，道路走向垂直交叉，城市中心多

因政治和商业形成。西方现代城市规划非常关注城市的功能和分区，从而引导城市中心随功能分区而分散开来。 

王艳侠:总体来看，历史上的杭州城市始终定位于江、湖之间，东、南受制于钱塘江，西面受制于西湖群山和西溪湿地，形

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空间格局。这种背山、临湖、倚江的空间格局，一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西方现代规划引入后，如

何改变了这一结构?城市中心是如何随之变化的? 

马智慧:1927 年 4月，划定杭县城区及西湖，成立杭州市。此为杭州置市之始。5月，成立杭州市工务局，统筹城市建设，

引入西方市政规划，形成行政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风景区等功能分区。 

王艳侠:“苏式”规划对中国城市规划影响至深。这种以计划为方法、严格功能分区的规划，对杭州城市中心的变化有哪些

影响? 

马智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杭州先后经历了五轮城市规划。其中，第一轮城市规划(1951-1957 年)的“苏式”烙印

最为明显。这一时期的规划，最大的特点是“以西湖为中心”,打破“城东湖西”的空间布局，突破旧城范围，在西北面规划文

教区，东面和北面规划生活区，增辟艮山门外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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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侠:我注意到“苏式”规划所形成的中心广场、中心公园，成为许多城市的公共中心。而“苏式”规划对功能分区的严

格要求，又进一步强化了“公共中心”的地位。 

马智慧:是的。杭州第一轮城市规划的最大作用在于让西湖成为城市的中心。以西湖阮公墩为轴心，空间布局上采用核心中

轴放射或环形放射方式，城市公共空间以集中的大绿地广场为特色，工业、文教、风景、居住等 4 大功能分区之间用干道系统

和绿化系统连接。 

王艳侠:现代工业在城市中的规模化布局对传统以商贸为中心的城市格局是一次重要的突破。杭州的情形如何? 

马智慧:杭州城市中大规模工业布局从第二轮城市规划(1958-1977 年)开始。因受“大跃进”的影响，按照“生活服从生产”

的原则，突破原有的规划区范围，优先布置工业区，沿运河向北、西湖向西、钱塘江向西南，形成半山、望江门、拱宸桥、古

荡和留下、龙山等工业区。除了新兴的工业中心外，杭州城市“向北发展”明显，且以浙江展览馆等“公共建筑”为标志，形

成新的文化商业中心。 

王艳侠:改革开放后，杭州城市规划和城市中心有哪些变化? 

马智慧:第三轮城市规划(1978-1992 年)提出开辟“钱塘江边新区”,发展城厢、临平、闲林、乔司、瓶窑、余杭、富阳城关

等七个卫星城镇。特别是 1992 年规划修编提出杭州铁路枢纽由西线方案改为东线方案，新建铁路东站；另行选址新建杭州民用

机场；突破 430 平方公里的市区行政区划范围，划定 1047 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区，建立以杭州城区为核心，半径 35 公里，包

括萧山、余杭两县(市)的中心城市圈。 

王艳侠:这是否可以看成首次立足“市域”理念的多中心发展趋势? 

马智慧:可以这么认为。只是当时的新区和卫星城镇还不够强大，对中心城区的疏散功能不明显。 

王艳侠:当时一般将副城作为城市中心人口和功能疏散的主要模式。 

马智慧:是的。杭州在20世纪末期尝试过副城的规划。第四轮城市规划(1993-2000年)提出从以西湖为核心的团块状布局，

转变为以钱塘江为轴心，跨江、沿江多核组团式布局，形成“一个主城、两个副城(下沙城、滨江城)、六个旅游区”的布局形

态。因行政区划调整，本轮规划未能进一步实施。但是，城市发展中心转移和多组团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城市“副中心”也第

一次出现在杭州城市规划中。 

王艳侠:“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未来科技城”等一系列新中心是通过哪些规划形成的? 

马智慧:这要谈到第五轮城市规划(2001-2020 年)。此轮规划分为两个阶段：2001-2015 年；2016-2020 年。 

第一阶段(2001-2015年)。随着杭州城市化加速推进，特别是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原有的城市空间形态的弊端日益显现，发

展空间不足、环境质量下降、道路交通拥堵等现代“城市病”日益加剧。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更新城市空间形态，拓展城

市发展空间。在这一大背景下，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成为必然选择。为破解城市空间拓展战略难题，杭州在新世纪初做出了萧

山、余杭撤市设区和编制新一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两项重大决策。2000 年，提出实施“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

江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杭州发展空间问题，向钱塘江方向拓展空间。以市区为核心，逐步形成包括萧山、余杭、富阳在内的

杭州大都市圈和沿杭新、杭徽公路发展的两条城市带，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市县联动，共同繁荣；拓展中心城市发展空间，

启动钱江新城建设，推进城市东扩。萧山、余杭撤市设区后，杭州市区面积由 683 平方公里扩大到 3068平方公里，为拓展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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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空间提供了基础。《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杭州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勾画了“一主三副六组

团、六条生态带”的城市新格局，推动杭州从“倚湖而兴”向沿江跨江发展、从“摊大饼”向“蒸小笼”、从“三面云山一面

城”向“一江春水穿城过”、从以西湖为中心的“西湖时代”向以钱塘江为轴线的“钱塘江时代”转变，构筑“东动、西静、

南新、北秀、中兴”的网络化、组团式、生态型空间布局。沿钱塘江规划建设湘湖新城、之江新城、滨江新城、钱江新城、城

东新城、钱江世纪城、空港新城、下沙新城、江东新城、临江新城、临平新城、南湖新城、塘栖新城、东洲新城、富阳创新创

意产业新城、凤川—江南新城、坪山新城、洋安新城、青山湖科创新城、锦南新城等 20多座新城和100 多个城市综合体。钱江

新城、滨江新城、钱江世纪城都是此次规划导引形成的城市新中心。 

第二阶段(2016-2020年)。城市空间发展规划与城市定位和规模密切相关。富阳撤市设区后，杭州对城市总体规划做了一次

修编，城市定位为：一基地四中心——以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目标，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山水旅游资源优势，发展科教事业，建

设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本轮修编规划实

施过程中，“两廊”发展提到重要位置，即城西科创大走廊、城东智造大走廊。特别是城西科创大走廊，串联起紫金港科技城、

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是杭州城西东西向联结主要科创节点的科技创新带，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尤以未来科技城最为突

出，是中国极具潜力的 4 大未来科技城之一，人口总量从当初 6 万多务农人员发展到 2019 年的 40 多万 25 到 35 岁主力就业人

群，平均工资位居杭州前列，新开楼盘屡屡成为限购的“红盘”。 

王艳侠:综合分析历次规划对杭州城市中心变化的影响，可以得出哪些思考? 

马智慧:现代规划从城市功能的布局着眼，打破了中国古代营城法式从礼制和安全入手构建的城市政治中心格局，也打破了

商贸活动成就的城市商业中心，进而打开了城市的发展空间，让城市能够集聚更多功能。人口随着规划和建设不断在新的产业

中心和公共中心集聚，原本萧索的城北、沿江等区域因工业和新城变得热闹起来。西湖不再是古代的“城西之湖”,而成为一个

景观优美的公共中心，完全改变了更新前的“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现象。当然，现代规划也有不足之处。过度关注功能

和分区，产业和居住分割现象明显，通勤需求压力剧增，交通拥堵成为一大顽疾。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规划非常重视自然生态

的保护及其功能的开发，正是现代规划推动了西溪湿地区域成为生态型城市新中心。 

王艳侠:西溪湿地及周边区域成为生态型的城市新中心也是规划引导的结果吗? 

马智慧: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认为。1985 年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已有“古荡水乡旅游区”,这是西溪湿地首次进入城市

总体规划。1993 年后，蒋村商住区开发，使西溪湿地范围锐减。1996 年 5月，行政区划调整后，蒋村南部水网地区再次被规划

为“西溪文化旅游区”。2001 年 11 月，启动编制《杭州市西溪风景区总体规划》,将西溪湿地作为一个“风景区”。其后，杭

州市以“湿地公园”的理念，将湿地保护与城市开发统筹起来，编制《杭州市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加上后续的详细规

划等，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规划范围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湿地公园范围，面积约为 10.64 平方公里；二是外围保护带，面积约为

15.7 平方公里；三是周边景观控制区，面积约为 50平方公里。在实际保护、开发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核

心的生态旅游区，以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为核心的高教研发区，以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为核心

的创新创业区，以及大片新兴的住宅集聚区。“湿地公园”这一关于湿地保护模式的规划理念变革，构建出一个“金镶玉”的

保护、开发体系，最终实现了“游在西溪、学在西溪、住在西溪、创在西溪”的城市新中心要素支撑系统。 

三、互联网、轨道交通与人口：城市中心的未来归属 

王艳侠:历史上的杭州城市中心区，从“四拐角”到“新市场”,从西湖到钱塘江，从老城到新城，从商业驱动到规划引导，

具有因素“多元化”、发展“多中心化”的特点。“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创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由于空间经济的自组织特

征，新的城市中心一旦形成，将通过自我强化获得成长，而最初的自然、区位和集聚优势会变得不再重要。如此而言，城市新

中心是否会“固化”下来，抑制“多中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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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智慧:可以通过下面这几张图(图 1)更直观地看到杭州城市中心的变迁情况。从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来看，任何城市的中

心都不具备长期的稳定性。在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形成“城市中心区”。随着中心区人

口和功能过密，成本抬升和品质下降，郊区化成为趋势。“后工业化”时期，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多元化趋势明显，

“新经济地理”成为可能。从“硅谷”到“硅巷”再到“硅滩”,没有一种“固化”的模式可以左右城市的中心归属何处。 

 

图 1杭州城市中心变迁图 

王艳侠:互联网经济或者说数字经济是今天大都市的主要经济形态。它给城市“多中心化”带来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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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智慧:从“天堂硅谷”到“一号工程”,从建设创新型城市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杭州成为一座

互联网经济之都。杭州 2019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 3795 亿元，增长15.1%,高于 GDP 增速 8.3 个百分点，占 GDP 的 24.7%。

高新区(滨江)、未来科技城等成为杭州城市新中心，均依托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互联网的泛在化进一步加快了杭州城市的“多

中心化”。 

王艳侠:互联网可以催生出更多的城市新中心吗? 

马智慧:城市新中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区位、空间、产业、服务、景观、文化等，都会影响新中心的建构。互

联网有助于降低传统要素在城市中心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强化人才、科技、信息、服务等因素的作用，从而加速城市中心的形

成效率。从这一角度看，互联网有助于催生更多的城市新中心。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城市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形

态、方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传统中心大多停摆，“线上中心”陡然形成。 

王艳侠:新中心的加速形成，是否会引起传统中心的“塌陷”? 

马智慧:近年来，我一直关注老城“中心塌陷”问题。城市化一般规律表明，郊区化阶段前，中心城区是城市资源要素的集

聚区、城市整体发展的引领区、城市竞争实力的核心区。郊区化到来后，中心城区普遍进入发展瓶颈期，出现首位度下降、集

聚力减弱、带动性不高、竞争力不强等现象，引发“中心塌陷”。数据表明，近年来，杭州中心城区人口、GDP、财政收入均增

长放缓，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提高，中心城区即将迎来普遍的财政赤字现象。由于土地资源有

限且可用空间碎片化，中心城区无法引进大项目、大平台，创新要素缺乏，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活力受限。 

王艳侠:拥有巨大能量的互联网能否挽救城市传统中心“塌陷”的问题? 

马智慧:从要素驱动角度来看，互联网经济是破解城市传统中心“塌陷”问题的关键抓手。数字赋能可以培育数字化现代服

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的商业应用，以及线上服务平台的形成，激活传统中心的活力，使面临

“塌陷”的传统中心重新成为“新中心”。 

王艳侠:TOD模式是形成城市中心的关键因素之一。杭州城市轨道交通目前规划已批复的线路有 13条，里程 516公里。其中，

有 10 条普线，2 条市域线，1 条机场快线。目前已经建成里程数 306 公里，成为全国第 9个“300 公里+”城市。这对未来城市

“多中心化”会产生什么作用? 

马智慧:城市轨道交通是支撑 TOD模式的核心基础设施。杭州地铁 1、2号线未形成环线的原因之一是通过“人跟线走”,疏

解主城区人口，并通过地铁站点TOD 模式在新城实现集聚，形成新中心。今后，轨道交通重要站点的集聚能力还会进一步彰显。

这一过程中，需要在建设用地供给方面围绕轨道站点安排增量用地，优先向具有新中心潜力的重点区块倾斜；站点周边用地优

先向居住、公共服务等设施倾斜。可以预见，在重要轨道交通经过的区块，包括郊区和老城更新区，将进一步产生新中心。将

TOD 模式推广到“大 TOD”概念，高铁西站枢纽所在的云城、萧山机场所在的空港新城等，都有望成为杭州未来的中心。对国内

多数大都市而言，经历“主城-副城-组团”的探索，未来将更多以“主城+郊区新城”模式推动“多中心”发展，引导既有中心

过密人口及产业，特别是新流入人口向郊区新城集聚。杭州也正在第五轮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一核九星”的特大城市

空间格局。当然，未来新的城市中心数量或许还不止 9个。 

王艳侠:无论“多中心化”如何发展，人口始终是核心要素。近年来，杭州人口流入量大幅提升，但区块分布并不均匀。2019

年杭州市新增人口 55.4万人，余杭区占28.8万人，且集中流入未来科技城。这种现象会不会抑制“多中心化”趋势? 

马智慧:人口流入是强化中心地位的关键因素。但随着某一中心人口和功能过密，自然会产生“疏解”现象。整体层面，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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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因产业、生态、文化、生活环境优势，将进一步吸引人口集聚，总体上强化“多组团”格局。目前，杭州还有大城北城市副

中心、空港新城、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云城等待开发区域，可以大量容纳新增人口。巨量的新增人口将加剧不同区块中心

间的竞争，使得组团之间此消彼长，或催生新的组团，从而使“多中心化”更具活力。 

王艳侠:随着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将更多考虑品质的高低，个性化的诉求将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稳固既有中心，引导新中心高质量发展? 

马智慧:我非常赞同品质的重要性。城市中心并非规模越大越好，也并非越小越好，而是品质越高越好。教育、养老、文化、

健康、休闲、生活服务等，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稳固既有中心，就要补齐短板、提升品质。规划、培育、引导新中心

发展，也应立足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生活便利，实现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未来的城市中心，不以规模拼大小，

只以品质论高低。 

王艳侠:如何给未来的城市中心明确一个定义?或者说，建议将来的年轻人到哪里工作和生活? 

马智慧:我们探索过资源快速集聚的开发区模式，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特色小镇模式，实践过西湖、西溪湿地、

良渚遗址、大运河等大型文化生态集中区模式，目前正在探索未来社区模式。与工业化时代城市“规整”的布局不同，在“后

工业化”时期和数字智能时代，城市的空间形态和产业链形态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特别是大都市

的资源积淀不断增多，“内在性原则”也随之增强，城市的价值依赖不再以产业为中心，转而以人为中心。数字智能进一步增

强了这种转变的迫切性和可能性，“产-城-人”的发展逻辑过渡到“人-城-产”的新逻辑。人在哪里集聚，哪里就有望成为新

的中心。如此，生活归属和文化认同将成为一个区块发展的核心动力。如果要给未来的城市中心下一个定义，我认为，它是一

个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公共服务集中、人文艺术氛围浓厚、交通较为便捷、生态环境优美、社会治理高效的高品质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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